





摘 要 在 20 世纪初年兴起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中，思想启蒙家们批判了存在于国人身上的种种劣根性，大力提倡新的国民意
识，积极探讨了“新民”的途径与方法，并把理论探索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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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新旧体制更替过程中会产生这样“两种特别的
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
来了好久之后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①。即是说旧体制不可避免地会留
下了旧的社会心理，使得新的体制很难将自己的根须扎进社会的深处，辛
亥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原因大抵也在此。
学西方改造中国是贯穿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课题，深入到精神世界
的研究，“国民性”成为几代知识分子思考的主题。“国民性”，亦可称作“民
族性”，是由日语引入的名词，意为一国或一民族的全体所共同具有的心态
文化特征。最早从事对中国国民性观察与研究的是一些外国人，如英国人
亨利?查尔斯的《中国和中国人》（1849 年）、法国人古伯察的《中华帝国追
想》（1854 年）、美国人斯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1894 年）等等，其中不乏
种族主义的偏见和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和歪曲，研究动机也主要是为帝国主
义在中国建立殖民地统治服务。然而，这种观察和研究对中国近代的一些
进步思想家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促使他们站在受欺侮、受奴役的民族立
场上进行自我反省：从中西文化所铸造的“国民性”的差异来理解中西社会
历史进程、政治制度的差异。
由于中国的封建文化十分发达，中国的士人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往往习
惯于盲目自尊，以至在近代中外关系的突然逆转中猛醒过来的有识之士陷
于那么深层的痛楚和深刻的反省之中，才使他们由批判中国固有的经济、
政治制度逐步深入到怀疑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抨击处于文化深层的落后国
民性。所以，国民性问题的提出一个最直接最根本的诱因在于中西方两种
文化的碰撞与较量。对国民性愚昧的鞭鞑，对传统文化的挑战，乃至对“国
魂”和“新民”的呼唤，是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近于一致的思
想倾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无论改良派或革命派的报刊，都发表了大量
批判国民落后性和奴性的文章。如改良派的梁启超，革命派的邹容等。由
于国民性问题是中西文化比较和冲突的产物，所以他们在论述中国国民性
及其根源时，都以西方政治、文化为参照物。中国人的奴性、旁观、无自由
民主观念、无冒险精神，是相对于西方人的独立、有自由民权思想、社会义
务感强、尚冒险开拓等而言的。中国长期专制，孔教独尊，忠孝不易等，也
是比较于西方的民主传统、学术自由、独立人格等政治伦理文化特点而提
出的。与此相应，在呼唤新国魂，塑造新国民的模式时，改良派和革命派也
无不以西方国民为范本。首先，他们以西方为例说明国民程度对民族兴衰
的决定作用，强调新民、新国魂为改造中国所必不可少。他们认为，西方之
盛，在于国民性强；中国之衰，在于国民性弱。非改造国民性无以救中国。
梁启超说，“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政
息焉，⋯⋯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遇有暴君污吏，虔文一时，而其民力自
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英美各国就因为国民程度高，故“常不得贤君相而足
以致治”。②革命派也提出“民族之倏而盛倏而衰，回环反复兴废靡常者，皆
其精神之强弱为之也”。③他们叹中国民族精神之衰微，呼吁铸造新国魂，
使“新国魂出现而中国强矣。”其次，他们以西方国民性为借鉴，提倡发扬中
国民族精神之华，补以他国国民性之粹，以此作为铸造新民新灵魂的理想
模式。反映革命派愿望的《国民新灵魂》一文，提出先招“中国魂”之归来，
然后“旁求泰东西国民之粹，囊之以归，化分吾旧质而更铸吾新质”。④《新
民说》则概括为“一曰淬历其本所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本所无而新之。”可
见，如前所述，关于国民性的思考，是民族危机的直接产物，直接服务于救
亡图存的政治目的，即国民性一开始就与政治运动纠合在一起，重在宣传
而非学术价值，这决定了问题的复杂性。
关于革命与否的政治论战以革命派获胜而告结束，但在国民性改造问
题上，革命派却未能战胜改良派。在现实面前，孙中山也不得不对自己的
观点作了修正。他说，中国人的奴性不是一下子就改得了的。我们要根本
上改变他，便要想法子去感化他。感化就是宣传。他认为宣传的效力比军
事的效力大，号召每个党员都负得起宣传的义务。
辛亥革命未能使国民性得到彻底改造，宣传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引起人
们的注意，这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意识形态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所决定的。
在清王朝的封建专制政体和旧文化的双重束缚下，国民性的改造是政治革
命和宣传教育两者兼顾，缺一不可。从 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把近代
文化反省和启蒙引入了一个更深的层面，即从传统文化深层心理结构中探
寻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改革的悲剧性命运和文化现代化运动步履迟缓的根
由，这同时也是中国人新文化素质和理想人格重构的起点。
谈到国民性改造不能不涉及鲁迅。有如郁达夫所说：要了解中国全面
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别无捷径。在对“国民性”批判的深度、广
度和高度方面，鲁迅堪称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他的贡献在于，对于国民劣
根性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他的创作和翻译
约共六百万字，大都是他针砭民族性所开的方剂。20 世纪初叶，在一大批
流亡日本的热血沸腾、充满激情的革命党人致力于“反清复国”的种族革命
的同时，青年鲁迅却不满足于“种族革命”的偏狭，开始了对“反清以后，如
何治国”这一更深层问题进行思考，如“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
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等等。他把中国的前途与民众的
觉悟、新人的塑造联系起来思考，“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
人，人立而后万事举”⑤。鲜明的“立人”意识，即把改造传统旧人，塑造现代
新人的任务放在社会改革大业的首位，这是鲁迅超迈同时代人的卓识远
见，也构成他文化启蒙的核心。
陈旭麓先生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启封建之蒙，启传
统之蒙，对冲破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而成的、已渗入骨髓的凝固化的文
化潜网，对植根于传统小农社会的观念意识和伦理精神的根本性改造或创
造性改造转换，是比救亡、革新更艰巨的任务。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
国民，近代文明总是与近代国民的理性觉醒相伴而行，用滞留于中世纪的
国民来推行近代文明的发展和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不可想象的。因此，
不冲破封建之蒙、不否定传统之蒙，近代化就缺乏现实的可行性，就缺乏能
够赋予近代国家制度、管理体制以真实生命力的社会心理基础。”⑥所以，中
华民族不仅需要以十倍的勇气去超越外在的制度文化、器物文化方面的关
山阻隔，更需要以百倍的自觉去剔除心态文化方面数千年历史积淀所结成
的层层污垢，方可以在完全的、彻底的意义上走出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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